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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绪视角的营销信息分享述评与展望

李    宏,  刘菲菲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摘    要：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W，消费者由营销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营销信息的

主动创造者，对营销信息的分享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情绪作为个体独特的心理反应，在消

费者信息分享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究竟如何，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关注和探讨的全新主题。根据

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本文首先揭示了情绪对营销信息分享的作用路径；然后基于情绪分类理

论探讨了不同情绪对消费者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差异；最后从“刺激导致情绪，情绪引发

行为”的逻辑出发，对“信息—情绪—分享行为”这一过程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就未来

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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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营销信息（marketing information）是指能够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的与企业产品、品牌或

服务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消费者生成营销信息和企业生成营销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

前，企业主要以广告的形式单向地向消费者传递营销信息，并影响消费者的决策。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进步，现代营销沟通方式发生了变革，消费者开始在网络上乐此不疲地“生成”各种与产

品和品牌相关的信息，并在浏览他人原创信息后通过复制、转发等方式进行传播与分享

（Berger等，2009）。鉴于此，以口碑为代表的消费者生成营销信息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并

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消费者信息分享成本的不断降低，消费者自行生成的

营销信息的内容和质量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因此，如何诱导消费者主动传播由企业生成的有

利于品牌形象的营销信息，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Tucker，2015；Akpinar
和Berger，2017）。从现实来看，虽然消费者对绝大多数营销信息视而不见，但那些被他们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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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和广为传播的营销信息似乎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通过唤起消费者的情绪共鸣达

到病毒传播的目的。
情绪的概念源于心理学，并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领域的研究。作为个体对刺激的适应

性反应，情绪会影响个体的注意、知觉和记忆，并最终影响其判断和决策（Forgas和George，
2001）。因此，个体关于是否分享信息以及分享哪些信息的判断，可能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Forgas，2008）。然而，目前从情绪的视角探讨信息分享行为的研究还较为分散，关于情绪在信
息分享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及影响过程也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思考。从营销学的角度来看，现有关
于信息、情绪与分享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第一，学者们主要从分享行为
主体（如分享者的分享动机和个性特质等）和分享行为客体（如信息内容的实用性、趣味性等）
两个角度出发对分享行为进行探讨，对情绪在信息分享行为中的作用与影响机制并未深入解
读。第二，在以往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可“信息是情绪的刺激物”，却忽视了信息同
样可以作为情绪的载体存在这一事实（Luminet等，2000）。第三，已有的关于信息与分享行为关
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博客和新闻报道为对象开展的。事实上，营销信息虽然属于信息的范
畴，但其本身所具有的广告性，使得其与其他信息（如新闻报道、博客等）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明
显的差异性。

因此，基于情绪视角厘清消费者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有助于更深入地探
讨并揭示信息内容的情绪性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将营销信息从普通信息中
区别了出来进行研究，将得到对企业开展新媒体营销更有价值和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此外，
如果能证实情绪在营销信息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则意味着企业在与消费者进行营销沟通的过
程中，除了要继续关注理性说服，还应该重视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或服务的体验过程中的情绪变
化，并有针对性地引导消费者，使其关注价值体验的创造、情绪唤起和文化共鸣（邓乔茜等，
2015）。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情绪对营销信息作
用的两条路径，然后基于情绪分类理论探讨不同类型情绪对消费者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
差异，最后从“刺激导致情绪，情绪引发行为”的逻辑出发，对“信息—情绪—分享行为”这一过
程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国内研究者对情绪在消费者
营销信息分享行为中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二、  情绪对营销信息分享的作用路径

既然情绪在影响个体信息分享行为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那么情绪与信息究竟具有

何种关系？情绪又是如何影响个体信息分享行为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根据现有文献，本文

对“情绪、信息与分享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直接路径和中

介路径两条路径实现的，具体如图1所示。在直接路径中，情绪和信息合为一体；而在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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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绪对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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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绪是营销信息刺激导致的结果，在信息作用于分享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一）情绪对营销信息分享的直接作用

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判断（Berger，2011），因此企业可以通过

营销信息中直观、外显的情绪表达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营销信息分享决策（Norbert和Clore，
2003）。在这个过程中，情绪外显于信息，消费者可以直观地通过营销信息得到情绪感受，并根

据信息中所外显的情绪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无需整合外部信息和自身的内部记忆与联想。

营销实践也表明，企业在生成营销信息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外显的情绪表达，例如

使用捧腹大笑的图片传达开心情绪，使用“痛哭流涕”的词语传达悲伤情绪。那么，这些情绪表

达能否被识别和测量呢？这些外显的情绪表达又是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息分享行为呢？现

有研究主要采用文本挖掘技术中的情感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算法的理性思维来准确判断信

息内容中的外显情绪。这些方法可以避免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对情绪的选择性注意和主观

认知加工。因此，识别信息中的显性情绪表达已经在方法层面具有了可行性。而就外显的情绪

表达是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息分享行为这一问题，Berger和Stieglitz等也都在研究中做出

了肯定的回答。Berger和Milkman（2012）对《纽约时报》所登载的转发率较高的文章进行了情感

分析，发现包含情绪的新闻信息比不包含情绪的新闻信息更容易被转发。Stieglitz和Dang-
Xuan（2013）研究了Twitter平台上与德国两次选举相关的64 431条发帖转发量，发现包含情绪

信息的发帖比不包含情绪信息的发帖获得了更多的转发量，这与Hansen等（2011）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由此可以判断，营销信息中的显性情绪表达是信息分享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

（二）情绪对营销信息分享的中介作用

如上所述，采用情感分析的方法对包含情绪词语或者情绪表达的信息进行分析，意味着从

显性层面肯定了情绪对分享行为的直接作用。但是，消费者对信息的加工方式既表现为简单地

通过情绪词语或情绪表达进行自动化加工，又表现为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加工过程实现对

信息内容的理解和共鸣（曹阳和王琳，2018）。因此，情绪在营销信息分享过程中还具有中介作

用，即营销信息是情绪的刺激物，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对所接收到的营销信息进行加工后，其某

种情绪会被唤起，这种情绪继而会影响其分享行为。其中，情绪唤起是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中

介因素（Kissler等，2007；丁绪武等，2014；刘丛等，2015）。
在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除了营销信息能够激发情绪进而导致信息分享，营销信息的呈现形

式和呈现环境也可以通过情绪的中介效应作用于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研究结果已经表明，首

先，信息平台的可信度、互动性和生动性是消费者进行情绪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薛杨等，

2017）。其次，消费者对信息本身所具有特征（如实用性、功能性和创新性）的感知会显著影响消

费者的情绪唤起。个体情绪唤起的程度越高，其信息选择和信息传播行为就越可能发生（常亚

平和董学兵，2014；周荣辅等，2016）。再次，人们更乐于传播与主流环境相一致的信息（Heath，
1996；Keller等，2005）。当处于积极情境时，人们更愿意分享积极信息；而在消极情境中，人们更

愿意分享消极信息。

随着情绪的作用逐渐被认可，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情绪对信息分享行为都发挥

着正向促进作用吗？不同情绪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大小是否存在差异？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

从情绪的分类着手。

三、  情绪分类及其对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差异

（一）情绪分类理论

现有的情绪分类理论主要有基本情绪论和情绪维度论两种（Tracy和Randles，201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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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man和Izard为代表的基本情绪论认为，情绪是由几种相对独立的基本情绪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多种复合情绪构成的，每种基本情绪各有其独特的体验特性、生理唤醒模式和外显模式

（乐国安和董颖红，2013）。Ekman和Friesen（1971）认为存在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讶

六种基本情绪；Izard（1977）在上述六种基本情绪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种，分别是兴趣、害羞、愧

疚和蔑视。总体来看，基本情绪的数量及分类方法备受争议，但目前被普遍认可的基本情绪仍

是Ekman等（1971）所提出的六种基本类型（Izard，2007；Tracy和Randles，2011）。
与基本情绪论强调情绪的类型不同，情绪维度论则从不同的维度解释了情绪的构成，这一

观点更受学术界的青睐。Russell（1980）在研究商场环境刺激对行为反应的影响时提出了情感

PAD模型（PAD model of affect），指出情绪包含愉悦、唤起和支配三个维度。之后，Watson和
Tellegen（1999）发现支配维度具有较小的预测价值，于是简化了情绪的构成，在剔除情绪的支

配维度后，将情绪划分为“效价”和“唤起”两个维度。此后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效价—唤起”两维

度模型。

（二）情绪分类对信息分享的作用

综观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在探究不同情绪对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差异时，主要涉及

三个方面的比较，分别是情绪的类型、效价和唤起程度。

1.情绪类型对信息分享的影响

Heath等（2001）以都市传闻为研究对象，发现人们更愿意传递引起强烈厌恶情绪的都市传

闻，且包含更多厌恶主题的传闻在网站上的传播更为广泛。此外，焦虑情绪和信息确定性是影

响谣言在Twitter平台上传播效率的两个重要变量（Oh等，2010）。Zhao等（2012）在对新浪微博

的研究中，将情绪细分为愤怒、喜悦、低落、厌恶四种基本类型，发现愤怒情绪更容易在社交网

络中得到传播。刘丛等（2015）按照情绪类型将微博信息的陈述形式分为认可、恐惧、质疑、担

忧、反对、愤怒、悲哀、惊奇及无明显情绪的信息陈述九类，发现与蓝V和黄V用户相比，普通用

户分享包含愤怒和质疑情绪的信息占比最大，恐惧、质疑、愤怒等情绪类型更容易被普通用户

传播。

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可以发现：一方面，情绪本身具有传播性，不论是包含内隐情绪

还是外显情绪的信息都比不包含情绪的信息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另一方面，在包含情绪的信息

中，包含诸如愤怒、厌恶等情绪的信息比包含其他类型情绪的信息更容易激发消费者的信息分

享行为（Peters，2009）。然而，随着心理学中情绪概念的日渐明晰，基于基本情绪论开展的分享

行为研究无法深入比较不同情绪类型之间的作用差异及其原因。在这一背景下，情绪维度论开

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试图基于情绪维度论来探寻：第一，为什么有些类型的情绪

对分享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强？第二，不同情绪类型对分享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的内在规律到底

如何？

2.情绪效价对信息分享的影响

情绪效价又称情绪极性，是指情绪的愉悦程度。情绪效价的二分式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两种。积极情绪即具有正效价的情绪，是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刺激，个体满足自身需

要时产生的具有愉悦感受的情绪（Fredrickson和Branigan，2005）；消极情绪即具有负效价的情

绪。到底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更能促进信息分享行为，现有结论并不一致。

如前所述，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厌恶、愤怒等负面情绪在网络中更具传播性和病毒性

（Heath，1996；Heath等，2001；Oh等，2010）。然而，另一些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包含积

极情绪的信息内容更能促进人们的信息分享行为。例如，Berger和Milkman（2012）在对《纽约时

报》三个月内转发率较高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后，验证了积极内容更具病毒性的假设。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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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chwartz（2011）在研究即时口碑和持续口碑时，发现有趣的产品能得到更多的即时口碑，也

就是说趣味性通过影响人们的积极情绪引发人们更多的口碑分享行为。Hansen等（2011）以
Twitter为例，采用广义线性模型研究了情感对转发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对于社会消息来

说，积极情感能促进转发；而对于新闻内容来说，消极情感能促进转发。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

“对朋友们要说好听的话，对公众要提供坏消息”。Wu等（2011）则探讨了Twitter上信息的内容

与信息衰减速度的关系，发现迅速消退的信息中明显地包含了更多的消极情绪，而长久存在的

信息包含更多的积极情绪。

3.情绪唤起对信息分享的影响

当情绪类型和情绪效价都不能完美解释情绪的中介作用差异时，研究者开始关注情绪的

唤起维度。唤起是一种神经系统的激活状态，有高低两极之分。低唤起或失活的特点是放松，高

唤起或激活的特点是专注（Kissler等，2007）。事实上，唤起已经被证明能促进行动，如主动寻求

他人帮助和在谈判中做出快速响应（Brooks和Schweitzer，2011）。分享信息是一种行动，因此，

唤起对营销信息分享行为应该具有类似的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伴随着相应脑区的激活及生理与行为反应的变化（潘发

达，2013），因此可以通过观测脑区的生理变化对每种情绪的唤起程度进行明确区分。如满足或

悲伤是低唤起情绪，而愉快或焦虑是高唤起情绪。Berger（2011）发现，与体验低唤起情绪的被

试相比，体验高唤起情绪的被试更愿意与其他人分享信息。还有研究使用慢跑的方式提高被试

的生理唤起，结果表明相比坐着不动的被试，慢跑的被试具有更强的信息分享意愿。Berger和
Milkman（2013）通过情景实验发现情绪类型对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受到唤起的中介作用，这

一结果再次印证了情绪唤起对信息分享行为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设计营销信息来诱

发消费者的高唤起情绪，以提高消费者的信息分享意愿。

四、  情绪作用于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理论解释

如前所述，与采用定性的方法探讨情绪对信息分享的直接作用不同，研究者在揭示“信息

—情绪—分享”这一过程中三者的关系以及情绪的中介作用时，往往采用定量研究，基于“刺激

导致情绪，情绪引发行为”的逻辑，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外在信息刺激为什么会导致不同

的情绪变化；第二，消费者体验到情绪变化后为什么会进行信息分享；第三，不同的情绪为什么

会导致不同的分享行为。而用于解释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心理学领域，这些理

论发挥作用的时机与环节参见图2。

（一）外在信息刺激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情绪变化

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和情绪启动理论（emotion priming theory）主要

营销信息 情绪 分享行为

情绪感染理论
（模仿与同步）

（刺激导致启动）
情绪启动理论

（积极信息）
选择性注意理论

负性偏向理论
（消极信息）

情绪调节理论
（行为动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2    情绪作用于营销信息分享行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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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不同的外在信息刺激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情绪。

情绪感染理论认为，个体在交互的过程中会通过模仿和同步他人的表情、动作、声音、姿势

等来捕捉他人的情绪，最终使得表达者和接收者的情绪保持一致（Hatfield等，1993）。情绪能够

通过一定的媒介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其方式可以是面对面的情绪传递，也可以是通过网络

媒介的图片、文字、音频或视频进行的传递。情绪启动理论则认为通过向个体呈现包含情绪的

图片或词汇，能够刺激个体，产生情绪启动效应。现有心理学研究中已采用的情绪刺激材料有

图片、词汇、音乐、气味和面部表情（钟毅平等，2014），有的研究则通过要求被试完成某项任务

或经历某一自然事件来激起某种情绪，不同情绪刺激材料都被证实存在情绪启动效应，并能有

效地激发个体的情绪变化。营销学领域的研究同样发现，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中蕴含着丰富

的情绪刺激，如服务人员的情绪（杜建刚和范秀成，2007）、其他消费者的情绪、广告信息

（Owolabi，2013）等，由这些情绪刺激导致的情绪变化又会影响个体随后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决

策（Howard和Gengle，2001）。
（二）消费者体验到情绪变化后为什么会进行信息分享

情绪调节理论（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解释了消费者为什么会在体验到情绪变化后进

行信息分享。

个体会在情绪启动或者情绪感染的影响下产生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

的，都需要通过情绪调节实现心理平衡和心理健康（Gross，2015），社交分享就是情绪调节的方

式之一（Rimé，2009）。对于消费者而言，无论是在消费体验过程中产生的情绪，还是从广告等

营销信息中感知的情绪，只要这些情绪一产生，情绪调节便会同步进行。因此，情绪调节是消费

者的信息分享动机，消费者通过社会交流和分享传播行为获得社会支持和帮助，进而减少认知

失调、稳定情绪变化。

（三）不同的情绪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分享行为

到底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更容易被分享？选择性注意理论（selective awareness
theory）和负性偏向理论（negative bias theory）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选择性注意理论认为个

体倾向于分享包含积极情绪的信息，而负性偏向理论则认为负面信息更容易被分享。

选择性注意是受众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行为，意指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趋

向于那些符合自己的观点、态度、志趣及需求的内容，同时忽视或回避那些与自己无关或与自

己的观点相对立的内容（Nielsen，2017）。个体出于印象管理动机进行营销信息分享，希望营造

乐观向上的个人形象，因此消费者会特别关注并尽量分享包含积极情绪的营销信息（Peters等，

2009）。与选择性注意理论的观点不同，负性偏向理论认为负面信息存在负性效能。与正面信息

相比，负面信息会优先被注意和加工，给个体留下更加深刻的认知和记忆，并使个体产生更强

的情绪反应，因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更强的传播性（朱永泽等，2014）。近年来，社交媒体领域

的传播实践也表明，与带有正面情绪的内容相比，带有负面情绪的信息（如江歌事件、红黄蓝幼

儿园虐童事件等）会导致更多的反馈与分享。总之，基于选择性注意理论和负性偏向理论，情绪

发挥着信息识别和过滤的作用。

五、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论

基于对现有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情绪、信息与分享行为之间

的关系主要通过直接和中介两条路径实现。在直接路径中，情绪外显于信息，消费者可以直观

地通过营销信息得到情绪感受，并根据信息中所外显的情绪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无需整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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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信息和自身的内部记忆与联想；在中介路径中，情绪是营销信息刺激导致的结果，且除了营

销信息本身，营销信息的呈现形式、呈现环境都可以作为刺激影响消费者的情绪，继而影响其

分享行为。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情绪的中介路径，忽视了情绪的直接路径。第二，在探讨不同情绪

对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差异时，学者们主要基于情绪分类理论，从情绪的类型、效价和唤起程

度三个维度展开，发现包含情绪的信息比不包含情绪的信息具有更强的传播性，但到底是积极

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更容易导致分享，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第三，基于“刺激导致情

绪，情绪引发行为”的逻辑，可以将从信息到情绪再到分享行为的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每个阶

段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情绪感染理论和情绪启动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外在信息刺激为什么会

导致不同的情绪变化；情绪调节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消费者为什么会在体验到情绪变化后进行

信息分享；选择性注意理论和负性偏向理论则主要用于解释不同的情绪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

分享行为。

（二）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营销信息分享过程中情绪的作用机制以及个体对营销信息的

选择和处理机制，以更好地解释“消费者更乐于分享何种信息”的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探讨情绪对营销信息再传播的影响。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情绪能够在群体间实现广泛

传播，那么营销信息如何借助情绪的传播性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病毒营销效果？情绪在连

续性的再传播过程中遵循的作用路径和机制，是否与单一环节相同？在营销信息再传播的过程

中，情绪是否能被正确解读，是否存在情绪编码和解码偏差？营销信息接收者个人的人格特质、

信息双方的亲密程度等因素是否会调节情绪对分享行为的作用？这些问题对于企业的病毒营

销和内容营销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二，揭示信息媒介的“情绪偏好”效应。不同的媒介对于不同的情绪类型，具有不同的传

播效能。或者说，在特定的媒介领域，一些类型的情绪比另一些类型的情绪具有更好的传播效

力，从而显现出媒介的“情绪偏好”（徐翔，2017）。情绪对信息分享行为的作用机制受到媒介情

绪偏好的影响，但在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层出不穷，不同媒介是否会对不同的情绪类型表现

出不同的偏好？媒介的“情绪偏好”效应是否对情绪的传播性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信息媒

介的其他特点（如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信息内容的呈现形式（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等不同形式），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生动性和互动性（Liu等，2017）等都会影响信息分享行

为，那么情绪与上述与营销信息直接相关的因素是如何混合作用于消费者的营销信息分享行

为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的实证研究去揭示。

第三，考察混合情绪（mixed emotions）的作用机制。混合情绪是探讨情绪功能的新视角（郭

婷婷等，2011），对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影响（Penz和Hogg，2011）。混合情绪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情绪同时存在，具有多种呈现方式，比如愤怒与高兴、厌恶与满意以及日常生活中进行重大

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情绪体验（Podoynitsyna等，2012）。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会产生对

某些功能满意而对另一些功能厌恶的混合情绪；在产品促销的购物情境中，存在既开心又担心

的混合情绪；在观看某些广告视频时，也可能出现悲伤与惊奇的混合情绪。那么，这些混合情绪

的产生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信息分享意愿？其作用机制与单一情绪的作用机制是否相同？混合

情绪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如何？单一情绪或者混合情绪对分

享行为的触发是否有一个阈值？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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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the consumer cost  of  shar  information is  reduced,  the content  and quality  of
consumer-generated marketing inform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control. How to induce
consumers to share the marketing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the company in favor of brand image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roblem that companies need to solve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As an individual’s
adaptive response to stimuli, emotions have been shown to influence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but the
mechanism of how emotions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consumer information sharing is still a brand-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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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that urgently needs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exis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information, and sharing behaviors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direct and intermediary paths. In the direct path, emotions are apparent in the
information. Consumers can intuitively obtain emotional feelings through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make quick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based on explicit emo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integrate external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s’ internal  memory and association.  In the
intermediary path, emotions result from the stimuli of marketing information. Besides the marketing
information itself, the presentation form and the presentation environment of marketing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as stimuli to influence consumers’ emotions, and then affect their sharing behaviors.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more on the intermediary path of emotions and ignores the direct path of emotions.
Second, when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motions on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s, based on the emotion classification theory, scholars mainly discuss three aspects which
respectively are emotion types, valence and arousal. It is found that information containing emotions are
more communicative than those with no emo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studie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about whe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lead to consumers’
sharing  behaviors.  Third,  based  on  the  logic  of  “stimulus  induce  emotions  and  emotions  induce
behaviors”, the functional process of information, emotions and sharing behaviors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phases that each phase has a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The 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 and the
emotion priming theory are mainly used to explain why external information stimuli can lead to different
emotional changes. The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is mainly used to explain why consumers will share
information after experiencing emotional changes. The selective awareness theory and the negative bias
theory is mainly used to explain why different emotions lead to different sharing behaviors.
　　Future  research can deeply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individual’s choice and processing mechanism for marketing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explain the issue of “what information consu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share”, it can be
discussed specifical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emotions’ influence on re-dissemination of
marketing information, the “emotional preference” effect of information media, and the mechanism of
mixed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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